
 內容摘要：先秦楚歌是包括楚地民歌在內而具有鮮明的荊楚地域文化色彩，流傳于先秦諸侯各

國的一種即興而歌的雜言體式的詩歌體裁。遠古時代的《彈歌》為其濫觴；從大禹之妻的《候人歌》

問世至春秋時代為其孕育期，其名為“南音”：春秋戰國時代是楚歌的蔓衍期。楚歌伴隨著楚國的不

斷發展壯大，各國人才的相互流動，楚文化的廣泛傳播而流布于四方；至戰國末，楚歌蔚為大觀，

為其興盛期。因有屈原、宋玉等大家創為“楚辭”，“楚辭”由楚歌發展而來，但並沒有取代楚歌的

藝術特質。楚歌的歌者作者統一，保存於古代文獻之中，以悲涼哀怨為其主體風格，以其獨特的文

化內涵與藝術魅力而影響後世。

 關鍵字：先秦楚歌  濫觴  孕育期  興盛期

一

 “歌”起源於何時？根據聞一多先生的說法，“歌”起源于原始初民“孕而未化”的語言，“想像

原始人最初因情感的激蕩而發出如‘啊’‘哦’‘唉’或‘嗚呼’‘噫嘻’一類的聲音，便是音樂的

萌芽，也是‘孕而未化’的語言。聲音可以拉得很長，在音調上也有相當的變化，所以是音樂的萌

芽。那不是一個詞句，甚至不是一個字，然而代表一種頗複雜的涵義，所以是孕而未化的語言。這

樣界乎音樂與語言之間的一聲‘啊……’便是歌的起源。（1）”我認為聞一多先生的說法符合歷史實

際情況，原始初民的語言“孕而未化”，故而“歌”有可能起源於勞動，如《淮南子・道術訓》說：

“今夫舉大木者，前者邪許，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亦可能產生于對自然的模仿，如《呂

氏春秋・古樂篇》說：“帝堯立，乃命質為樂。質乃效山林溪穀之音以歌。（2）”亦可能產生於宗教祭

祀，如王國維《宋元戲曲史》說：“歌舞之興，其始于古之巫乎？巫之興也，蓋在上古之世……是古

代之巫，實以歌舞為職，以樂神人者也。（3）”諸如勞動說，模仿自然說，宗教祭祀說等等，都言之

成理，持之有故，但具體到先秦楚歌，無文字可考的“歌”我們無法去追尋；有文字可考者，其濫

觴之作則是《彈歌》。其歌詞載于《吳越春秋・勾踐陰謀外傳》：

 斷竹，續竹；飛土，逐宍。

 春秋末年，楚人范蠡向越國的國君勾踐推薦了一位楚國的射箭能手陳音，勾踐詢問弓彈的道理，

陳音在回答時引用了這首遠古民歌，並敍述了彈弓的產生與流傳過程，從炎帝、黃帝發明弧矢，到

楚弧父改進為弓矢，再到楚琴氏“施機設樞”，創造弩機，伴隨著楚人對弧矢、弓矢、弩機的不斷

改進，這首《彈歌》一直流傳于楚地。因此，《彈歌》當為先秦楚歌的濫觴之作（4）。當時是唱是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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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無從考證，但這八個字的古歌，卻節奏分明，音韻和諧，這首民歌用精練的語言概括了“彈”生

產製造的過程和“彈”的用途，表現了勞動人民的聰明才智和用“彈”來獵取鳥獸的狀態，非常生

動而有氣勢。清人張玉穀說：“八字直分四句，而彈之制與彈之用，無不曲盡。劉勰以為至質，愚

以為更饒古趣。（5）”誠哉是言，豈只饒有古趣，更在於它確立了荊楚民歌“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

事”，貼近生活，即興而歌的藝術傳統。

二

 按照陳音之說，遠古時代，“人民樸質，饑食鳥獸，渴飲霧露，死則裹以白茅，投於中野。孝子

不忍見父母為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絕鳥獸之害。”（6）因此有了《彈歌》，出於人性的心理本能，

將其作為最早的孝子之歌，符合人倫情理。雖然它流傳于楚地，但並沒有被正式命名為“楚歌”，後

至夏朝，才正式有了“南音”之說。據《呂氏春秋・音初》記載：

 禹行功，見塗山氏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侯禹于塗。女乃作歌，

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為南音。

《呂氏春秋》將古代各地始創的音樂分作“東音”、“南音”、“西音”、“北音”四大體系，各自代表

著一種地域文化特色（7）。“東音”始作于夏後啟時代， “西音”（秦音）始作于西周昭王時期，“北音”

則始作于殷商時代有娀氏之女，唯有“南音”產生的年代最早，也就是上述夏禹之妻塗山氏所作的

“候人兮猗”。《候人歌》意為大禹長期在外治理洪水，甚至三過家門而不入，妻子令其妾于塗山之

南麓去等候禹的歸來，可是不見大禹的蹤影，“候人兮猗”就是她寂寞、盼望之時發出的心聲。“兮

──猗”這種感歎音調也就成了“南音”的突出標誌。段玉裁注《說文解字》云：“兮，稽疊韻。《稽

部》雲：‘留止也。’語於此少駐也。”清人黃生《字詁》說：“兮，歌之曳聲也，凡風雅頌多曳聲於

句末，如‘葛之覃兮’、‘螽斯羽，詵詵兮’之類；楚辭多曳聲於句中，如‘吉日兮良辰’，‘穆將娛

兮上皇’之類。句末則其聲必嘽緩而悠揚，句中則其聲必趨數而噍殺。”《詩》《騷》之“兮”字的運

用均源于“南音”。“兮”字是有聲無義的語氣詞，語義至此稍作停頓，音調拖長，有一種迂徐舒緩

之感，它把前兩字的情感內涵增加了，雖然“候人兮猗”的音調無從考索，但想像當時隨意而歌的

情形，定然有一種餘音回蕩的悲怨之感。

 然而，據古文獻記載來追根溯源，“南音”產生的時間似乎早于大禹的時代。劉勰《文心雕龍・

明詩》指出：“昔葛天氏樂辭雲，《玄鳥》在曲，黃帝《雲門》，理不空綺（筆者按，應為“弦”），至

堯有《大唐》之歌，舜造《南風》之詩。（8）”葛天氏是遠在炎帝、黃帝以前的遠古氏族。《呂氏春秋・

仲夏紀・古樂篇》云：“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

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禽獸

之極》。”《玄鳥》為“八闋”之一，有人猜測為“燕”圖騰崇拜，但內容如其餘七闕已不可考。關

於黃帝《雲門》，據《詩譜序》正義：“大庭有鼓鑰之器，黃帝有《雲門》之樂，至周尚有《雲門》，

－72－ －73－



明其音聲和集。既能和集，必不空弦，弦之所歌，即是詩也。（9）”但《雲門》的具體內容在古文獻

中亦無法查考。至於《大唐之歌》，尚有記載，據《尚書大傳》記載的《大唐之歌》云：“舟張辟雍，

鶬鶬相從。八風回回，鳳皇喈喈。（10）”純屬整齊四言，如果說早在春秋之前已有整齊的四言之詩與

帶有“兮”字的南音兩大類型的詩歌存在，前者歸於《詩》（11），後者歸於楚歌或楚辭，那麼，堯之

《大唐》與舜之《南風》在句法、風格上完全分屬後來的《詩》與楚歌楚辭兩類。據《孔子家語・辨

樂解》記載：

 昔者，舜彈五弦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

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南風》的詩意是說，夏季的風依時自南吹來，溫熏多雨，使農業收成豐阜，民財充足，免受饑寒之

苦。這與其說是寫實，不如說是祈禱與期盼。後人將其與德政聯繫起來而言：“昔者，舜作五弦之琴

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故天子之為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樂者，所以象德

也。……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12）”

司馬遷《史記・樂書》亦云：“凡音由於人心，天之與人有以相通，如景之象形，響之應聲。故為

善者天報之以福，為惡者天與之以殃，其自然者也。……故舜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

治；紂為《朝歌》北鄙之音，身死國亡。舜之道何弘也？紂之道何隘也？夫《南風》之詩者，生長

之音也，舜樂好之，樂與天地同意，得萬國之歡心，故天下治也。夫《朝歌》者不時也，北者敗也，

鄙者陋也，紂樂好之，與萬國殊心，諸侯不附，百姓不親，天下畔之，故身死國亡。（13）”《樂記》與

《史記》圴認為音樂可以善民心，感人深，可以移風易俗，可以與天地同意，得萬國歡心，這顯然是

依儒家禮樂教化思想而作的延伸闡釋，雖然有過度之嫌，卻並不妨礙我們對《南風》之濃厚詩意的

審美感受。

 舜不僅有《南風》之詩，還有《卿雲》之歌。《尚書大傳》云：

 舜將禪禹，于時俊乂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帝乃倡之，八伯咸進，稽首而和，帝乃載歌：

 “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 。

 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弘於一人。

 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從經，萬姓允誠。于予論樂，配天之靈。遷於賢聖，莫不鹹聽。鼚

乎鼓之，軒乎舞之。菁華已竭，褰裳去之。”

《卿雲》三章，篇幅較長。首章氣象最高，卿雲燦爛，以至漫天皆是；而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已至

宇宙之間，高渾壯麗。次章言天陳燦爛群星，而日月光華，卻只弘於一人，已啟後世應制詩之端。

或帝敬天地而頌之，或臣敬帝而頌之，其出一理。末章寫歡樂場面，皆出於歌功頌德，對後世“頌”

詩也具有啟迪作用。如果從宋代朱熹所推崇的“聖人氣象”與“氣象渾成”的審美傾向來看：“惟

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者如此。（14）”此歌是最具有“聖人氣象”之

作。

 然而，當我們比較舜之《南風》、《卿雲》與塗山氏之女的《候人歌》時，不難發現，舜之《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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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卿雲》已是非常成熟的歌曲，為何《候人歌》才“實始作為南音”呢？對此，我們認為：《南

風》肯定是先秦楚歌，但不可能為舜時作品，《卿雲》則是漢代《尚書大傳》的作者伏生之偽作（15）。

作者大概以為《尚書》中本已記載有成熟的四言歌曲，如《尚書・虞書・益稷》載：“庶尹允諧，帝

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乃賡載歌

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16）”《尚

書・夏書・五子之歌》等，於是將四言詩的形式結合“南音”“兮”字的運用而為《卿雲》並系名于

虞舜。其實，詩中所謂“俊乂百工，相和而歌《卿雲》”之“相和”的場面與規模以及篇幅之大,在

舜的時代是不可能產生的。

 至於《南風歌》，孔子本人就認為它是南音，《孔子家語・辨樂解》云：

 子路鼓琴，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為節，流入于

南，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城。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

之感不加於心也，暴厲之動，不在於體也。夫然者，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麗微

末，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于心，溫和之動，不存於體，夫然者乃所以為亂之風。昔者舜

彈五弦之琴， 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

財兮。’”

在這段話中，孔子明確說明《南風》是南方之音，他是以此教育子路不要奏“北鄙之音”，因為孔子

認為，舜好南音，“起布衣，積德含和而終以帝”，而“殷紂好為北鄙之聲”，象殺伐之氣，荒淫暴亂

而終以亡國。司馬遷《史記・樂書》也是將《南風》與殷紂好北鄙之音對舉，意以《南風》為“南

音”。如果按孔子、司馬遷之說，舜之《南風》已為南音，那麼，它早於《候人歌》，但今人多不以

為然（17）。

 據司馬遷《史記・樂書》、《孔子家語・辨樂解》之說，劉勰《文心雕龍・章句》有云：“詩人以

‘兮’字入於句限，《楚辭》用之，字出句外。尋‘兮’字成句，乃語助餘聲，舜詠“南風”，用之久

矣。（18）”雖然曲子的形式我們無從知曉，但“兮”字音調，即興而歌的形式，嚴肅莊重的內容，構

成了那個時代“南音”的基本特點。

 到春秋時代，又有“鐘儀楚奏”的歷史故事，可以肯定地說，這時的“南音”就代表著當時楚

國的音樂。“鐘儀楚奏”之典出自《左傳・成公九年》：“使與之琴，操南音。……公語范子文，子

文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19）”杜預注“南音，楚聲”。

南音即楚聲，但當今的我們卻無法明瞭鐘儀所操南音的基本格調，那麼，它的主體風格是什麼呢？

根據後人的解釋，它的主體風格屬悲涼哀怨類型。左思《吳都賦》有“登東歌，操南音”之句，《文

選》李善注云：“南音，徵引也，南國之音也。”杜摯《笳賦》亦有“吹東角，動南徵”之句，那麼

五音中的“徵調”便是琴曲“南音”的突出表現特徵。古人關於宮、商、角、徵、羽五音之論甚多，

清人陳澧《切韻考》卷六認為，在音韻學上，“宮”“角”屬平聲，“商”“徵”“羽”屬去聲。鄒漢勳

《五韻論》認為“徵”聲應歸去聲。“去聲分明哀遠道”，這是音韻學家們的共識。那麼，哀傷、哀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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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音應是“南音”的主調。從我們現在所見到的大多數先秦楚歌、漢代楚歌以及《楚辭》等文學作

品來看，確實是以悲涼、哀怨為主調。宋人黃伯思《新校〈楚辭〉序》說：“（楚辭）頓挫悲壯，或

韻或否者，楚聲也。（20）”從荊軻的《易水歌》寫悲壯赴死、項羽《垓下歌》之“悲歌慷慨”、劉邦悲

歌《大風》之後“慷慨傷懷，泣數行下”，再到劉徹的《秋風辭》、李陵的《別歌》直至漢代那些皇

子、貴族們的《絕命辭》，均以淒惋悲涼，感人肺腑。

 楚歌與鐘儀所“操南音”均屬“楚聲”，但它們的區別在於鐘儀以琴操“南音”為純粹琴曲，楚

歌則是一種音樂文學：歌。《禮記・樂記》云：“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

矩，句中鉤，累累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21）”它來自於個人或民間聲音的吟唱──

“長言”，大多為即興之作，或見景生情，或感事生情，或即事抒懷，形式多樣，不拘一格，歌詠的

情調大多給人以沉鬱悲涼之感。由此而論，琴曲“南音”與楚歌主悲主怨的情調完全一致。

三

 春秋戰國時代是楚歌的蔓衍時期。楚人從“篳路藍褸，以啟山林”的蕞爾小國，到 “地方千里，

帶甲百萬”的泱泱大國，楚歌是伴隨著楚國的不斷發展壯大，各類人才的相互大量流動，楚文化的

廣泛傳播而流布于四方的。朱謙之先生說：“戰國有一種合樂的歌，如荊軻之羽聲慷慨，秦聲之歌呼

嗚嗚；也有一種以人聲為主的徒歌，如秦青之撫節悲歌，韓娥之曼聲哀哭，由現在看起來，這都可

做‘楚聲’的旁證。……在文字方面，春秋時的歌辭都是很‘溫柔敦厚’，而戰國時候的歌辭，便都

是激昂慷慨，如無羈之馬，其流風即所謂‘楚辭’了。然《楚辭》一書所選錄的，雖然只是戰國的

楚歌，而當時的‘楚聲運動’，卻實不限於一國，在宋叫做‘千鐘’，在齊叫做‘大呂’，在楚叫做

‘巫音’”（22）。“楚聲運動”不限於楚國，只是地域不同命名有異而已。楚歌隨著楚人的勢力與文化所

及，逐漸浸透于遠及燕趙的北方地區。軍事的征服與人員的流動，自然伴隨著文化的滲透。楚文化

對吳越、巴蜀以及湘黔、南嶺一帶的浸染在晚周時期已基本完成；對北地的影響雖源頭很早，但進

展緩慢且遠不及對吳越之地那麼深遠。《論語・微子》所載《楚狂接輿歌》，《孟子・離婁》所載《滄

浪歌》，《古列女傳・貞順篇》載魯女陶嬰所作《黃鵠歌》，《風俗通》載百里奚夫人的《琴歌》、《戰

國策・齊策》載馮諼客孟嘗君時所吟《長鋏歌》，《戰國策・燕策》載荊軻所吟《易水歌》等等。這

些典型楚歌因其獨有的藝術特性以及各種緣由得以渡淮入西進北，從上述典型楚歌來看，足見各地

文化的交融，促成了楚歌具有了更大的幅射範圍。

 因相近的地理文化環境等各種因素，楚歌流布于吳越之地遠甚於北方。據戰國時史官所編的《世

本》可知“越為華姓，與楚同祖。”《國語・吳語》韋昭注曰：“勾踐，祝融之後，允常之子，華姓

也。”《漢書・地理志》注引《世本》亦曰：“越為姓，與楚同祖，故《國語》曰：姓夔越。”所以《越

人歌》一經翻譯，就是地道的楚歌。楚與吳的關係在歷史上總是“吳楚”聯稱，不僅地緣上“吳頭

楚尾”相聯，甚至楚語和吳語都曾被看作同一種方言，陸法言《切韻》說：“吳楚則時傷輕淺，燕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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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多傷重濁。”陸德明《經典釋文》說：“方言差別，固自不同。河北江南，最為钜異，或失在浮淺，

或滯於沉濁。”這裏的“河北”指 “燕趙”，“江南”指“吳楚”，可見吳楚語言文化的同源性。吳、

越、楚之間的長期爭戰，直至越滅吳，楚滅越，伴隨著血與火的爭戰的是文化的交往與互滲，其中

最具有代表性的楚人如范蠡、文種、伯嚭、伍子胥等著名歷史人物不僅為官吳越，而且直接影響著

那一段歷史的演變過程，而得以保存至今的許多楚歌如《窮劫曲》、《漁父歌》、《申包胥歌》、《離別

相去辭》、《河梁歌》等等，與《吳越春秋》所記載這一段歷史故實直接聯繫在一起，故楚歌盛傳吳

越可知也。

 從當時楚歌的不同地域文本來看，說明了先秦時代荊楚民歌不僅源遠流長，而且蔓衍遍入南北，

以至於使不少北方人自覺不自覺學習和運用楚歌，如《荀子・儒效篇》中的：“井井兮其有理也，嚴

嚴兮其能敬已也。分分兮其有終始也，厭厭兮其能長久也。……隱隱兮其恐人之不當也。（23）””雖然

這是出自荀子散文中的一段韻文，與地道的楚歌不同，但體現了荀子對楚歌的學習和運用。這一方

面說明戰國時期，隨着楚國國力的增強與領土疆域的擴大，楚文化的發展己進入成熟時期；另一方

面說明楚歌已形成了鮮明的藝術風格，具有獨特的藝術魅力，從而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時至戰國末，楚歌可謂蔚為大觀，是楚歌的興盛期。根據《宋玉對楚王問》的說法，在演唱技

巧與難度上已然分出高低檔次的不同：

 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裏》、《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阿》、《薤露》，國

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

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

 郢中客所唱的幾種歌曲形式，有一個共同特點：唱與和。在演唱藝術上分出了等級，難度係數

最大、藝術性最高的是“引商刻羽，雜以流徵”這類歌曲。所謂“引商刻羽”，顧名思義，就是將

“商”調與“羽”調互滲，造成似商非商，似羽非羽之感。所謂“雜以流徵”是說曲調中的“徵音

具有流動的特徵”，音高和節奏都存在着多變的、不定性的特點，這種轉調的藝術技巧難度係數大，

又有很高的音域要求，故“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按“郢中客”之說，難度級別最高的歌曲還不是

《陽春》、《白雪》，而是“引商刻羽，雜以流徵”這類歌曲，證之於《襄陽耆舊傳》：“楚有善歌者，

歌《陽菱》、《白露》、《朝日》、《魚麗》，和之者不過數人，復無《陽春》、《白雪》之名。”（24）由此可

見當時楚歌興盛而特重藝術講究之一斑。

 從社會層次來看，有宮廷楚歌和民間楚歌之別。據《楚辭・招魂》的描述：“肴羞未通，女樂羅

些。陳鐘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發《楊荷》些。……竽瑟狂會，填鳴鼓些。宮廷震驚，

發《激楚》些。”宮廷演唱《涉江》、《采菱》、《楊荷》、《激楚》這些楚地新歌時，有鐘、鼓、竽、瑟

等伴著歌聲齊鳴，場面宏大，聲音激越，氣勢非凡，以至於令宮廷上下都有震驚之感。

 在民間則為“郢中田歌”，又叫“揚歌”，“揚歌”是以楚郢都為核心區，在江漢平原的楊水流

域廣為流傳的荊楚民歌（25）。由於“楊”、“揚”、“陽”、“漾”、四字互可通假。故《楚辭》中有《揚

荷》、《揚阿》、《陽阿》之類的歌曲名，《招魂》中有 “陳鐘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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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荷》些”之句，《大招》中有“伏戲《駕辯》，楚《勞商》只。謳和《揚阿》，趙簫倡只”之句，

《九歌・少司命》中載有“晞女發兮陽之阿”之句，宋玉《對楚王問》中亦有：“其為《陽阿》、《薤

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之說，李昉《太平御覽》卷五百六十五《樂部・雅樂下》引《梁元帝纂

要》曰：“古豔曲有北裏、靡靡、激楚、結風、陽阿之曲。”等等，《楚辭》等古文獻中大量出現《揚

荷》、《揚阿》、《陽阿》之類的歌曲名，說明江漢平原的“揚（陽）歌”在楚民歌中最具有代表性。

由此可斷定，“揚歌”就是流傳于江漢平原楊水流域的影響甚廣的古荊楚民歌──楚歌。這類楚歌本

是來自農家田間勞動為調節勞動節奏，以減緩疲勞所唱的勞動歌，屬“田歌”，古代主要集中在以

郢都為中心的周邊地區，所以又叫“郢中田歌”。據《寰宇記案・甲乙存稿》記載：“揚歌，郢中田

歌也。其別為三聲子、五聲子。一曰噍聲，通謂之揚歌。一人唱，和者以百數，音節極悲，水調歌

或即是類。”“三聲子”、“五聲子”為楚歌的基本形式，在此基礎上亦視需要各有增減。民歌本出自

民間，具有頑強的生命力，歷代傳唱不衰，故清代《隨州志》仍有大致相同的記載：“明日緣澗過

山脊，聞郢中田歌，歷歷數十裏，不絕其調，曰噍聲子，一曰揚歌。其別為三聲子、五聲子，甚可

聽，然聲悲哀，視安陸人所為黃花葉落，淒然有風土之感。”它在一領眾和的演唱形式中，和聲襯詞

以當地人們習慣性的語氣助詞為主，其旋律既有節奏舒展的散板式音調，也有節奏較緊湊的口語化

韻腔。這種來自田間的表演形式，群眾基礎十分廣泛，其領和相間的表現形式，極大地增強了歌曲

的感染力，影響後世亦深遠。

四

 楚歌發展到屈原、宋玉手中，大家既出，創為“楚辭”，“楚辭”遂將楚歌的內容、形式拓展而

為“騷體”，前輩時賢所論甚多，故不在此贅言（26）。但是，無論是宮廷和民間的楚歌，其藝術形式如

何衍變，無論屈原、宋玉的“楚辭”如何將楚歌的內容、形式拓展，卻無法取代早已形成，流傳諸

侯各國的那種即興而歌，形式不拘，情調悲涼的楚歌。因歷史悠久，口耳相傳，楚歌吟唱的音樂形

態今天的我們已無從感受，但因其記載于諸子散文、史傳著作或傳說故事之中，從而保存了較為詳

細而完備的文化語境。楚歌的歌者與創作者是統一的，以文字記載的形式而論，可謂保持了它基本

的原生形態。就像我們的祖先為了祭祀而借助于銅器銘文保存了典禮頌歌一樣，許多楚歌借助于古

文獻得以保存下來。保存楚歌的這些古文獻就是把歌辭文本本身直接作為敍事內容向我們講述，使

我們很容易感受到古代人們古樸的思想情感、心理活動、人格個性與生活狀貌。它是一種現存于古

代音樂文學作品中難得的一種藝術模式。魯迅先生曾說：“在昔原始之民，其居群中，蓋惟以姿態聲

音，自達其情意而已。聲音繁變，寢成言辭，言辭諧美，乃兆歌詠。”（27）先秦楚歌近於“以姿態聲

音，自達其情意”的原始風貌，它近乎原生態的記錄形式，較之那些被尊為經典的詩歌，能更真切

地反映出先秦時代鮮活而豐富的個人情感和社會生活，也更準確而生動地體現出各種思想價值觀念

與人生態度。漢代楚歌的再度繁榮，後來代有名作，直至當代，國民黨元老于右任作《望大陸》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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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超海寫《王洛賓墓誌銘》，皆用楚歌的形式，傳達出特有的沉鬱悲涼之氣，皆說明楚歌有着不可取

代的藝術特質。

注釋：

 （1）　聞一多《歌與詩》，載《神話與詩》，第148頁，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年版。

 （2）　《呂氏春秋・仲夏紀・古樂》，第53頁，《諸子集成》第六冊，中華書局，1956年。

 （3）　王國維《宋元戲曲史》第1頁，江蘇文藝出版社，2007年。

 （4）　《吳越春秋・勾踐陰謀外傳》：“於是範蠡複進善射者陳音。音，楚人也，……曰：‘臣聞

弩生於弓，弓生於彈，彈起古之孝子。’越王曰：‘孝子彈者奈何？’音曰：‘古者人民樸質，饑

食鳥獸，渴飲霧露，死則裹以白茅，投於中野。孝子不忍見父母為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

絕鳥獸之害。故歌曰“斷竹續竹，飛土逐宍”之謂也。於是神農、黃帝弦木為弧，剡木為矢，

弧矢之利，以威四方。黃帝之後，楚有弧父。弧父者，生於楚之荊山，生不見父母，為兒之時，

慣用弓矢，所射無脫。以其道傳於羿，羿傳逢蒙，逢蒙傳於楚琴氏。琴氏以為弓矢不足以威天

下。當是之時，諸侯相伐，兵刃交錯，弓矢之威不能制。琴氏乃橫弓著臂，施機設樞，加之以

力，然後諸侯可服。琴氏傳之楚三侯，所謂句亶、鄂、章，人號麋侯、翼侯、魏侯也。自楚之

三侯，傳至靈王，自稱之楚累世，蓋以桃弓棘矢而備鄰國也。’”

 （5）　張玉穀《古詩賞析》清乾隆37年（1772年）， 民國14年（1925）重印本。

 （6）　黃仁生《新譯吳越春秋》，臺北，三民書局1996年。

 （7）　《呂氏春秋・音初》云：“殷整甲徙宅西河，猶思故處，實始作為西音。長公繼是音以處

西山，秦繆公取風焉，實始作為秦音。有娀氏有二佚女，為之九成之台，飲食必以鼓。帝令燕

往視之，鳴若諡隘。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燕遺二卵，北飛，遂不反。

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實始作為北音。凡音者，產乎人心者也。感於心則蕩乎音，

音成於外而化乎內。是故聞其聲而知其風，察其風而知其志，觀其志而知其德。盛衰、賢不肖、

君子小人皆形於樂，不可隱匿。故曰：樂之為觀也，深矣。”

 （8）　周振甫《文心雕龍選譯》第57-58頁，中華書局，1980年。

 （9）　《呂氏春秋・仲夏紀・古樂》，第51頁，《諸子集成》第六冊，中華書局，1956年。

 （10）逯欽立輯校《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詩》上冊，第3頁，中華書局，1983年。

 （11）試比較《周易・明夷・初九》“明夷於飛，垂其左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周易・

漸・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與《詩・小雅・鴻雁》中的“鴻雁於飛，肅肅

其羽；之子於歸；劬勞於野。”再如《周易・中孚・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

吾與爾靡之。”與《詩・小雅・鹿鳴》中的“呦呦鹿鳴，食野之蘋。我有嘉賓，鼓瑟吹笙。”何

其相似乃耳！還有如《周易・中孚・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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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之入《詩・雅》恐難辨析其為《周易》古歌還是雅詩。還有如二、三、四、五言雜陳的句式，

比興手法、重迭字的運用以及用韻等等，都表明《周易》古歌是通往《詩經》的最完美的鋪墊

與最佳過渡。

 （12）《禮記・樂記》，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上冊，第1534頁，中華書局，1980年。

 （13）《史記・樂書》之集解：“鄭玄曰：南風，長養之風也，言父母之長養己也。”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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